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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蓄水池”：20世纪六七十年代
家庭外包生产的机制分析*

■林 盼 朱 妍

［内容提要］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过剩和短缺经济的影响，使得用工单位需要打造劳动力“蓄水池”，这既

能规避工资基金不足对企业经营的困扰，又能随时获得后备劳动力投入生产，由此出现了一群灵活就业的

外包工群体。本文以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机绣行业的家庭外包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对外包工的组织方

式、计酬规定和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发现外包工群体普遍存在日常管理、任务分派、政治教育、组织动员等

方面的问题，如何将外包工组织起来进行集中生产，成为上级部门长期考虑的重要事项。从外包工的案例

可以看到，产量诉求和供给紧张之间的矛盾，导致在看似刚性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出现了较为灵活

的劳动力用工体制。分析政府对外包工的组织过程和外包工的回应方式，及其呈现出的计划经济时期用

工制度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实践之间的张力，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一时期“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外包工 短缺经济 按件计酬 集体生产 个体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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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劳动就业问题，传统看

法是“充分就业”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

济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产业后备军”的要

求。①受到苏联劳动用工体制的影响，计划经济

时期的国营企业大量吸纳社会劳动力并加以利

用，消除失业现象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来

源。非正规就业的出现则是市场经济下劳动者

失去稳定工资和安全保障的表现，是经济体制转

型的后果。②

近年来，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计划经济时期

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认为这些劳动力隐藏在

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之下，包括公开失业和潜伏

（隐藏）失业人士、家庭企业工人、从事家务劳动

的妇女等，为此需要不断地将剩余劳动力投入公

有制部门进行生产，这构成了强制增长过程中重

要的外延增长方式。③还有学者提到“计划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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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等“弹性的、有时是非正式的劳动力”，并认为

这是特定体制约束下的一种非正式的人力资源

配置形式，固定工和临时工、亦工亦农者等群体

之间在工资、福利和政治地位上有着明显的内部

分化，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资源配置方式上的

不足，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有工业提供了必要

的灵活性。④据《上海劳动志》记载，20世纪六七

十年代，上海多个街道的“非在册人员”既承担企

业的部分生产任务，也从事修旧利废、综合利用、

原材料加工等社会服务工作，人数一度达到 10万
余人。⑤例如本文所关注的家庭外包工群体，就

是一个典型案例。

所谓家庭外包生产（domestic putting-out sys⁃
tem），即生产者在家庭内部从事外包劳动。计划

经济时期在上海出现的外包生产，形式上与盛行

于欧洲的“家内制”或“包买商”有相似之处。据

布罗代尔的考证，外包生产可以追溯到 13世纪的

欧洲。⑥外包生产的过程，或用生产者自己的工

具，或由包买商提供工具，在家中生产，一般是以

将成品按件出售给包买商，在总额中减去原料价

值的方式来计算收入。之所以选择这种形式，是

由于其雇佣成本要比正式雇工经营作坊低，且能

够提供足够的生产弹性。⑦马克思提到，17世纪

英国的呢绒生产，18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

及英国的织袜业、花边业和伦敦地区的手工家具

制造业，广泛实行“现代家庭劳动”，工人居家分

散生产，“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的费用”。⑧他还

从协作劳动的特点出发，认为工场手工业和家庭

手工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后者只是从封建生产

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历史过渡形式，

并进而认为，随着机器大工业以及工厂制度的普

遍存在并占支配地位，所谓外包工和“家内制”只

是“残存余孽”。⑨钱德勒对美国企业史的研究也

提出，生产者“将他们的工作外包给工人，让工人

在家里进行加工”，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是手工

技术，一旦生产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会很快

结束外包工制度。⑩

与马克思、钱德勒的观点不同，另外一些研

究则表明，建立在外包制基础上的家庭工业在资

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体系中长期存在，是与工厂制

度并行的。拉佐尼克指出，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

国，外包工自己提供劳动工具，从资本家那里领

受原料，在自己的场所独立劳作，按件计酬，既可

以投入工业生产，又能够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

对“天赋自由的英国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使其

固执地抵抗工厂。�I1随着生产全球化的迅猛发

展，为了更多地利用劳动力资源，外包制成为一

种常见的生产组织形式。例如，在中国台湾地区

就出现了跨国公司-本地贸易商-非正式工厂（企

业社）-各类代工所-家庭代工的生产体系，其中

家庭代工是外包制度的基础，是动员产业后备军

的一种机制。当局出台“客厅即工厂”政策，将家

庭妇女纳入劳动，既可以使发包方增加生产弹

性，降低劳动成本，也可以让家庭代工者兼顾工

作与家务。�I2

总体来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外包工，其形

成原因多是由于“需求扩张”，也就是资本投资导

致市场扩大，劳动力需求上升，企业出于节省人

力成本的考虑而雇佣家庭妇女外包生产。这是

一种倾向于经济效益方面的逻辑。与之相比，通

过对本文涉及的外包生产活动进行考察，我们发

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外包生产，是由三重因素

共同作用而导致的结果。一是出于节省固定成

本的考虑，如果把劳动力作为“固定工”吸收到就

业体制中，会导致工资支出巨额增加，企业只能

以拓展工厂之外劳动力的方式应对生产任务，这

样他们可以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节约厂房等方

面的费用。�I3二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特有的原材

料短缺和劳动力供给紧张的局面，对生产造成巨

大的不确定性，由此，企业通过打造“蓄水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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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即时调节”，根据供应状况灵活调节要

素的使用。�I4三是出于福利保障的目的，企业向

身处社区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遇，使闲散劳动力

自食其力，有助于减少社会救济资金的发放。其

中，节省成本和供给短缺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福

利保障则是出于社会治理方面的考虑。换言之，

经济因素和社会逻辑的共同作用导致的后果是，

在看似刚性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之中，出现了较

为灵活的劳动力用工体制。

另外，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家庭外包生产兼

顾经济因素和社会逻辑，使得作为社会治理单元

的社区组织（街道、里弄）成为重要的劳动力资源

统筹部门，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由资本家（商人）

支配生产的方式显著不同。由此引发了我们对

这一时期“街居制”的关注。既有研究指出，计划

经济时期，国家通过以国营企业为主的单位，实

现对社会的全面整合，“国家-单位-单位人”的框

架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基本特征，街道办

事处和居委会则属于“剩余体制”。�I5我们的观察

则发现，“单位制”为主、“街居制”为辅的结构，多

数出现在城市化程度不高、劳动力管理成本低的

地区。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由于人口数量多、

密度高，国营企业很难实现对劳动力的完全覆

盖，多数适龄劳动力并没有进入单位内部，而是

处于社会空间之中。如何有效管理这些劳动力，

使之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贡献力量，成为计划经

济时期上海地方政府和基层工作人员的重要工

作内容。

本文的讨论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一是计划

经济时期家庭外包工群体的形成机制，二是外包

工组织过程中计划性与灵活性的矛盾。研究发

现，1949年之后，新政权在制度层面将“充分就

业”作为政策目标，通过“包下来”等措施要求国

营企业吸纳劳动力。但是，这些措施受到工资基

金、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制约；企业强制增长的压

力和原料短缺的问题并存，又使劳动力的定岗定

编难以落实。生产激励和资源约束共存的情况，

导致国营企业只能通过招募家庭外包工的方式，

打造机制灵活的劳动力“蓄水池”，使其“就地生

产”。另一方面，社区组织始终面临着将处于散

户性质的外包工“组织起来”�I6，以应对人员分散

导致的管理困境和生产低效的问题，但外包工内

在的灵活性诉求对社区管理内在的计划性进行

抵制，进而出现主客体之间的张力冲突。本文通

过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企业档案资料，考察计划

经济时期外包工群体的形成过程，并对企业使用

外包工的方式及其后果进行分析。

一、“大跃进”时期劳动力的

“过剩”与“短缺”

1949年，在百废待兴的背景下，新政权面临

着处理城市失业人员的问题。其时，全国城镇失

业人员达到 474.2万人，失业率达到 23.6％。�I7

1949年 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旧人员处理问题

的指示》，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包括新旧人员在

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 900万到 1000万人……三

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I81952
年，政务院颁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要

求一切公私企业不得随意停业减员，“以保障职

工利益，避免增加失业”，“如将来再扩大营业或

复业时，应尽先使原职工复工”。�I9在这些政策的

推动下，城镇登记失业率从 1950年的 21％下降到

1957年的 6％以下，对促进经济建设、保障社会安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

的陆续完成，失业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

现象而受到意识形态的批判，中国进入“全面就

业”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国营企业成为吸纳

就业的主体。尤其是在“大跃进”发动之后，基本

建设规模急速扩大，劳动力的需求量迅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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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固定用工数量达到 4416万人，比 1957年
增加了近 3000万人，其中多数是为新建车间所储

备的新工人，�21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 30％以上的

工资增长。�22同时，用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显著

减少，全国各大工业城市的粮食供应告急。�23

单位准入机制的松动，“使大量体制外人员

迅速突破体制边界并获得正式身份，将单位组织

规模推向了难以承受的边缘”，只能通过硬性制

度的规定，强制性压缩单位的劳动力规模。�24

196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工作若干

问题的通知》，要求“1958年 1月以来参加工作的

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包括临时工、合同工、学徒和

正式工），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

产”，以 1960年年底的人数为基数，三年内减少城

镇人口 2000万人以上。�25

大量招工导致的各种问题和精简职工过程

中遇到的困难局面，对政策制定者造成显著的影

响。1959年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地方财贸部

门提出“三清三定”的要求，其中包括“清人员”

“定人员”，即清理人员，合理使用人力，并要求今

后增减人数都须经批准。1960年年初，劳动部召

开全国编制定员工作会议，对企业的编制定员工

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261961年 9
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

七十条》）颁布，核心内容是要求企业实行“五

定”，即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

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

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

关系，尤其要确定各企业的职工总人数和各类人

员比例，主管部门以定员定编为依据，对企业的

用人情况进行考核，确保企业增产不增人甚至增

产减少人。

尽管中央文件多次要求“定员定编”，“减员

增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仍

然存在。在“强制增长”的前提下，企业的生产指

标一般根据上年的生产量进行提升，形成“棘轮

效应”，即“不断给只能向前而无法后退的齿轮加

大计划任务”。�27同时，国营企业又受到短缺经济

的影响，原材料供不应求的情况屡见不鲜，生产

任务无法自主确定：在原材料充足的情况下，需

要补充大量劳动力；而在原材料不足的条件下，

会出现劳动力“无事可干”的局面。此外，由于劳

动力无法自由流动，企业间各自短缺的人员得不

到互补性利用，进一步加剧了内部滞存。�28尤其

是在精简职工的指令发布之后，企业更担心难以

完成生产任务，“宁愿窝工浪费”，或是储存劳动

力以备不时之需。�29

然而，企业精简职工的做法，导致工厂之外

的适龄人员成为闲散劳动力。有学者统计，20世
纪 60年代初，上海市区的 635.84万总人口中，由

国营企业或城镇集体单位雇佣的正式职工人数

仅为 233.33 万人，未被单位雇佣的人数达到

402.51万人。�30又据 1962年一份关于城市闲散劳

动力的调查报告，上海有数十万适龄劳动力留在

企业之外，无法为工业生产服务，这既要耗费社

会救济资金，又容易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该

报告提出，“在城市中保存一定数量的零散劳动

力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总会有许多临时性、季节

性和某些突击性的任务，需要由一部分零散劳动

力来承担。这是整个社会劳动中不可缺少的组

成部分”。�31

一方面是定员定编所造成的用工约束，另一

方面是企业实际的用工需求，两者之间的摩擦，

使得劳动用工方式逐渐灵活化。正如科尔奈所

言，随着强制经济增长的不断推进，使失业人群、

自由职业者、家庭妇女等群体作为计划外劳动力

大量进入工厂，成为增长过程中重要的外延增长

方式。�321958年 5月，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做了《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

劳动制度》的讲话，提到社会上有很大一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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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闲着，应该将其组织起来进行生产。�33不久之

后，中央就企业补充劳动力的问题进行表态，要

求利用家庭妇女等计划外的劳动力资源充实生

产。�341958年 8月，上海市委提出，“从生产、生活

和文化学习三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妇女劳动

力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组织他们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35当年年底，上海各家企业总共招用

里弄工 11.2万人，其中纺织、轻工、冶金、机械、电

机等六局共招用 9.4万人；据上海市委劳动工资

委员会 1959年年初对 30个工厂的调查，里弄工

从事一线生产工作的占 43.4％，担任车间辅助工

作的占 44.8％。�36

允许计划外劳动力入厂工作，很快引发了一

些问题。这些劳动力看似薪酬低廉，几乎不享有

病假工资、全额医药费及交通、托幼补贴，�37但仍

需要大量占用企业资源。例如，这一时期粮食供

应紧张，仅能按照固定工人数定员供应，部分企

业只得将招募的工人安排去附近的饭店、食堂就

餐，支出不菲的餐饮费。�38而且，一些企业对外宣

称招用的是“家庭外包工”，实际上它们通过职工

私人介绍和里弄干部牵线搭桥，以“外包内做”的

形式隐性吸收，每个月都会私招劳动力进厂，结

果造成企业内部的劳动力不降反增。对此情况，

1959年 8月，上海市委发布《关于整顿劳动组织，

克服劳动力浪费，从企业中精简一部分人员的报

告》，承认此前在企业招工的过程中，出现“少用

多招、迟用早招、短用长留”等现象。报告提出，

对已经在企业工作的“外包内做工”，除在生产上

确实需要留用的之外，应当加以压缩，有步骤地

予以辞退。�391962年 3月，中共上海市委劳动工

资委员会在《关于继续整顿外包内做工的通知》

中再度指出，“保持一批非在册的外包内做工，是

很不合理的”，“各企业单位必须继续整顿外包内

做工，坚决加以压缩……今后一律不得再发展与

扩大外包内做工”。�40

在这样的背景下，家庭外包生产应运而生。

企业使用家庭外包工，既能让劳动力为企业服

务，又能将其留在企业之外，不占用内部资源，因

此这一做法成为“辅助性劳动和中国特色劳动管

理机制的重要蓄水池”。�41家庭外包生产的出现，

与这一时期广泛推进的“城市人民公社”有关。

1960年 5月，中共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工业企

业大力支援城市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指示》，提出

凡是公社能够生产，而且质量又有保证的产品，

都应逐步下放给公社企业。�42同期，中共上海市

委城市人民公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对机

械、电机、仪表、化工、纺织、轻工等局进行 82个工

厂车间 80种产品的下放，主要涉及生产简单、技

术要求不高、原材料问题不大，适宜于分散生产

的低、粗、小产品（指低端、粗放、体积小的产品）；

或是企业转向高精尖产品生产，将一般产品的生

产任务下放给街道；或是为大工厂进行简单加

工，由街道里弄组织起来的外包工负责生产。�43

1960年年底，上海各个街道的里弄加工生产组共

吸纳劳动力 7.8万人，和全市 4000余家工厂企业

进行合作，从事工厂外包的包装、装配、制造等工

作。�44

本文重点讨论的机绣行业的外包生产，即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形成的。1923年前后，美商

胜家公司在上海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路）上开

设缝纫机学校，招生传授机绣技艺，是为机绣行

业的发端。1959年，全国各地开展炼钢炼焦，手

工业发展受限，纷纷来沪采购机绣产品。上海机

绣行业获得发展机遇，产品销量快速上升，并使

用外包工进厂内做工，此时约有 300名外包工获

得聘用。�451961年 3月，枕套开始实行凭券供应，

机绣产量显著下降，平均每天仅卖出 10对，“生产

能力一直高于生产任务，从来没有吃饱过”。�46在

精简职工的大环境下，市手工业局所属多家绣品

厂社的职工被迫退职，这些职工多数是 1958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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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厂的正式工，也有部分属于没有办理入社和

转正手续的临时工，此外还有进厂内做的外

包工。

1962年后，随着经济形势逐渐稳定，对机绣

产品的需求重新提升。尤其是在 1964年中法建

交之后，国内机绣产品从原本只向澳大利亚出口

和从香港地区转口到菲律宾、印尼、马来亚等地，

扩大到向全球 31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出口，出口数

量从 1963年的 22.89万对，上升至 1964年的 44.23
万对，1965年超过 70万对，“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达到机绣行业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水平”。�47尤

其是来自法国的订单，价值高、时间紧、批量大，

“对国家的信誉和今后任务影响很大”。为此，生

产部门将大量业务外发给里弄居民家庭生产。

1964年年底，上海几家绣品厂的固定工人仅 556
人，家庭外包工则有 2100人。而根据 1965年的

统计，外包工的数量已经超过 4000人，业务量占

总数的 90.5％。�48

从事外发加工业务的里弄居民，多数是此前

在绣品厂工作过的正式工和外包内做工。《上海

劳动志》称，“70％左右是 1962年工厂企业精简的

里弄工和生活比较困难的职工家属”，�49因其技术

熟练，在办理退职手续时，绣品厂领导专门嘱托

外包工所属街道“要保留这支绣花队伍，希望不

要分配出去”。�50这些家庭外包工到工厂领取原

料之后，或是在固定场地集中生产，或是分散在

家庭中，用自家的缝纫机加工，“一般女青年都能

在短时期内掌握技艺，学会生产”。这属于分散

的家庭副业生产，主要加工的产品内容包括花

草、孔雀、龙凤、鸳鸯、花鸟、金鱼、绵鸡等图样的

贴纱、包花、抽丝、控空等。�51加工完成之后，再将

制品交给绣品厂，进行下一道工序。厂内厂外紧

密配合，构成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外包工这种

劳动用工形式，对国家而言可以减少投资，不增

加商品粮，减少厂房使用，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的

生产特点，规避计划变化多、品种翻改多、临时突

击多带来的风险，“忙时多发，闲时少发，有工就

做，无工即停”，因此作为“两种劳动制度”的试行

典范，受到高度评价。�52

家庭外包生产的实行，除了节省经济成本、

规避短缺风险之外，也是一种重要的福利保障措

施。外包工获得劳动收入，有助于减少国家救济

金的发放。1963年的一份材料显示，实行家庭外

包生产之后，街道的救济金支出减少了 45％以

上。�53日后关于是否维持外发加工关系的争论，

就有一派观点认为，如果停发加工费，就需要对

其家庭发放生活补助，对社会福利资金造成压

力。�54外包工也表示，仅靠丈夫一人在外工作，只

能维持温饱，只有作为外包工参与工作拿到报

酬，才能实质性地改善生活，既能买到肉，也能给

自己及家人做新衣服，因此“不舍得不做”，甚至

“以此为生”。�55如科尔奈所言，“单单靠一个男人

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妻子及其家庭成员的平均

生活水平”，这会促使女性劳动力投入生产活

动。�56

二、“组织起来”：

家庭外包工群体的管理逻辑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外包生

产，是由资本家（商人）主导的经济活动。这种活

动形式具有极大的“弹性”，每当产品滞销，资本

家“便减少委托加工，甚至暂停业务……停工或

复工，只消一句话，一个手势，就能解决问题”，导

致外包工时刻处于聚集和遣散的变动状态。�57而

外包工分散化、个体化的特征，使其能够被资本

家随意支配。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外包

生产，由于兼具经济因素和社会治理逻辑，使得

社区组织（街道、里弄）成为外包工的主要管理部

门。20世纪 60年代初期，外包工数量井喷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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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促使管理部门设立归口单位，将其“组织

起来”，规避这一群体“打零工”的局面。

上文业已提到，直至 1961年精简职工之前，

在处理社会闲散劳动力的问题上，有关部门首先

考虑的方法是由企业出面，将这些劳动力吸纳到

厂里工作。这种做法的后果是把企业“胀死”。�58

1962年之后招用的外包工，首要的约束条件就是

必须留在企业之外，在街道、里弄或是在家庭中

完成工艺流程。企业通过支付加工费的方式，建

立和外包工的契约关系，并且不需要承担政治教

育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此时，处于个体散户状态

的外包工数量随着业务订单的增长而急剧膨胀，

亟须由街道、里弄出面，将这些外包工组织起来。

从材料来看，1962年之前，外包工名义上的

管理部门是里弄生产组。里弄生产组兴起于

1958年，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上海各区出现了

以家庭妇女为主体的生产性组织，属于互助合作

性质，为国营或者公私合营工厂提供外包加工和

制造业务。1961年 8月针对里弄生产组的一份调

查报告显示，多数外包工尚未被里弄生产组所吸

纳。即使进入里弄生产组中，管理效果也很糟

糕。例如，里弄生产组对于原材料使用和生产进

度没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明确规定，存在“三糊

涂”，即“进货发货存货没有完全记录，产量质量

配料原材料燃料消耗无定额标准，生产各道工序

活动无产量质量耗用原材料的记录和检查”，时

常出现部分物资被克扣，甚至被周边居民拿去自

用的情况。同时，生产组的人员管理也很松懈，

有职工表示“几个月没有开过民主生活会，生产

劲头不高”。此外，里弄生产组的工缴费用议价

能力较弱，部分组员表示工作量和企业固定工差

不多，但工资要少得多，“甚至比临时工还差”，工

伤医药费、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等事务也没有保

障。报告最后给出的建议是，市区街道应当建立

专门领导和管理里弄生产组的机构。�59

在这样的背景下，1963年年初，上海市委下

发《关于进一步调整街道里弄集体事业若干意

见》，要求改变街道里弄统办、统管、统包生产生

活等集体事业的状况，摆脱“城市人民公社”时期

里弄“无所不包”的状况。�60根据“归口管理”的要

求，集体生产的管理职能从街道办事处分离出

来，街道（里弄）生产生活联合管理组（以下简称

“联管组”）正式成立。联管组的主要作用是作为

一个常态化的管理部门，受到工业部门和街道党

委的双重领导，联管组的管理范围一般与街道办

事处重合，即一个街道办事处下属一个联管组，

“同街道办事处的组织体制相符，以便配合进行

工作”。�61

综合各类文件可以看到，联管组主要的管理

职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联管组负责对生产组的人事劳动关系

进行统筹，积极安置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参加生

产，根据任务忙闲情况统一调配劳动力。在任务

充足或者突击性任务必须按时完成时，由其他组

统一抽调人员支援，多做少息；因厂方原材料供

应脱节导致生产任务不足时，少做早息或者轮流

作息；在没有生产任务的情况下，生产组暂停

生产。

其次，联管组负责帮助生产组和协作厂订立

业务合同，把需要和能够固定的协作关系尽量固

定下来，督促生产组严格按合同办事，并且帮助

生产组解决相同品种产品之间的统一工缴费用

问题，以及协作厂之间的工缴争议等问题。联管

组需要常规性地与协作厂联系，听取生产部门对

产品质量、任务完成情况等方面的反馈意见，及

时督促生产组改进。此外，里弄生产组出现技术

短板、原材料短缺等状况时，由联管组出面解决

问题，提升技能，推动生产。

其三，联管组负责确定生产组的工资分配形

式，在保证激励的前提下管控劳动力的收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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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致超过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和同等劳动生

产率的街道工厂的标准，减少企业与里弄之间的

矛盾，所采取的手段包括增加抽成、限制工作时

间、压缩加工任务、规定单价浮动空间等。经过

比较之后，联管组普遍实行分层抽成的策略，按

照组员收入的层级抽取不同的费用，使组员的工

资控制在 20元至 45元，平均 30元上下的范围

之内。

其四，联管组负责对里弄生产组的生产形式

进行管理，尤其是对分散生产和部分集中部分分

散的生产方式进行质量管控。按照规定，里弄生

产组的组织形式有集中生产、分散生产、部分集

中部分分散三种，其中生产工序较为简单、手工

操作、协作性不强、品种单一、收发搬运方便的部

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分散生产，这样可

以少用或不用厂房，不添设备，既有利于国家和

集体节约开支，又能够使个人兼顾家务，增加收

入。�62

为了将外包工吸纳到组织之中，制度还特别

规定，组织化的管理机构比单打独斗的个体劳动

者享有更多的权益。例如，外包工的生产环节一

般分为三步：领料、加工、交验。领料环节规定，

由联管组出面，统一到厂部领取原料和生产任

务，再将任务分解到里弄生产组，由组员居家生

产。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联管组与绣品厂沟通，

由后者运送原料，费用在加工费中扣除。在加工

环节，联管组要求绣品厂成立管理部门，派出专

人前往里弄生产组进行“四服务”的上门指导，即

发货上门、收货上门、技术辅导上门、质量检验上

门。�63其中重点是上门指导技术，通过老师傅和

外包工“一帮一”的方式，包教包会，达到小样生

产与大批生产一个样。�64而在交验环节，联管组

与绣品厂协商，将验收地设在生产场所，由检验

员在规定的时间上门质检，小组绣工自行将完成

的绣品送验。相比之下，个体散户状态的外包工

仅能自行前往企业领料，不享有“四服务”的上门

指导，且在交验当天只能“一字长蛇”地排在收发

站外排队交货，“既花去了车钱，又浪费了时间”，

甚至发生小孩在家无人照顾被开水烫伤、天热昏

倒、家庭纠纷等现象，“感到苦恼”。�65

在制度设计中，联管组作为里弄生产组的上

级部门，纵向对生产组进行直接管理，横向对接

企业的生产部门，并不与具体的生产人员发生关

系。但是，由于外包工数量庞大，里弄生产组无

法全部吸纳。为此，部分联管组“越级”担负起个

体外包工的管理职责。例如，1963年卢湾区 8个
联管组直接管理 389个个体手工业户，其中淮海

街道联管组就管理 40名个体外包工，包括 20名
绣品厂的外包工。个体外包工有分散面广、流动

性大，行业和人员情况复杂的特点，因此，联管组

的一个副组长作为专职干部，对他们进行全面访

问，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思想情况，并将外包工

按照地段建立行业小组和互助组，每月进行两次

会议，订立小组、个人的爱国守法服务公约，进行

查质量、查价格、查服务态度的对口检查工作。�66

这种做法还招致区手工业局的批评，认为联管组

既然是里弄生产组的上级机构，就不能去管理个

体手工业户，否则就是职责不清、分工不明、被动

忙乱，“看来不够妥当”。�67

无论是里弄生产组管理的外包工，还是联管

组直接管理的个体手工业户，都可以算是被“组织

起来”的外包工。根据 1965年 8月的一项调查，这

一类型的外包工仅占总数的 22.8％。剩下的外包

工之中，有 24.7%被标记为“劳动服务队管理”，直

接与厂社挂钩的个体散户则占一半以上。�68劳动

服务队从 1964年开始出现，主要是为解决精简到

街道的闲散劳动力和生活困难的职工家属就业

问题而建立，从事工序加工、修旧利废，以及某些

突击性任务等工作。�69劳动服务队并非固定组

织，机制松散，人员流动性大，一些经过辅导、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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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较好的绣工时常被派遣去做其他服务性工作，

如倒马桶、送牛奶等，顶替工作的是没有技术的

新手，以及不适宜绣花生产的老人，致使产品质

量下降。同样，里弄委员会（以下简称“里委会”）

还会安排未经培训的困难户进组生产，使得生产

效率显著低于平均水平。此外，劳动服务队有活

就干，无活就算，没有计划平衡、生产进度调控、

质量检查等职能，属于放任管理。�70可以说，劳动

服务队管理的外包工，并没有真正地“组织起

来”，仍然处于散户的状态。1966年 1月的另一项

调查也表明，被联管组、里弄生产组实质性管理

起来的外包工仅占总数的 26.3％，73.7％的外包

工被认定为个体散户性质。�71

三、“经济主义”与激励缺失：

外包工的组织困境

家庭外包工个体化、分散化的问题，从这一

群体出现开始，就困扰着管理部门。1963年，在

里弄生产组之上成立联管组，本意就是希望联管

组作为承接企业分包任务的代理人，把街道、里

弄中的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管理。但

从实际效果来看，将外包工“组织起来”的设想受

到较大阻碍。直至 1966年，真正得到有效管理的

外包工数量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绝大多数散

户外包工不挂靠任何组织，直接与厂社挂钩，一

般通过按件计酬的方式获得收入，以完成生产任

务为目标，劳动过程的控制责任完全由工人自主

掌握。

从外包工的角度来看，既然作为劳动力的

“蓄水池”，无法被吸纳到正式用工体制内，那么

就需要在劳动内容的自主性和经济方面的高收

入两方面得到弥补。例如，散户外包工能够自主

确定劳动时长和成员数量，每天工作十多个小

时，利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加工业务，还以传授

技艺为名，将徒弟培养成为廉价劳动力，到时与

徒弟分成；或是个人领受任务之后，发给非本市

户口的青壮劳动力去做。散户外包工还能够自

己选择任务领受，“挑精拣肥”，只要任务要求高、

技艺难，就主动提出不做，即使安排下去也不能

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脱期交货现象严重。此

外，散户外包工还能够自由支配生产资料，如一

堆枕套实际用绒线 8支，而外发的绒线 10支，多

出来的 2支会被散户出售赚取差价，或者自己编

结绒线衫裤。�72

又如，在经济收入方面，散户外包工的工作

时间没有限制，不需要上缴管理费，可以净赚加

工费。一些技术能力强的外包工，月收入超过 50
元，部分甚至可以达到 80元至 100元。与之相

比，绣品厂同工种的工人月收入为 40元左右。散

户外包工的收入“还是偏高的”。�73这种状况，使

一些原属于联管组管理的外包工感到“三不自

由”，即“品种固定不自由，场所固定不自由，归口

管理不自由”，并提出退出组织，直接与绣品厂发

生工作关系。�74有管理部门要求他们回组，外包

工表示干得动，“我现在不吃你们的饭了，你们不

要再管我了”。�75

外包工处于散户状态，既造成绣品的质量问

题，也产生思想教育和组织动员方面的巨大成本。

在质量方面，散户外包工看重生产速度，不重视产

品质量，往往出现油污、针脚粗等状况，次品率较

高，工厂检验干部抱怨“管不了，没办法”。�76在教

育动员方面，散户外包工不参加街道里弄定期组

织的思想学习活动，并将大量生产任务交给家庭

成员，对支农支边或上山下乡工作加以阻挠，对

外号称“里弄管不着”。�77

鉴于个体散户的经营方式造成诸多难以解

决的问题，将散户组织起来集中生产的呼声从形

成外包生产开始就从未停歇。1963年 11月，上海

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在一份关于机绣行业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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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报告中指出，“对外发加工户可以维持现状，也

可以组织起来作为社员户”。�781965年，由于散户

生产的弊端日渐凸显，工艺美术工业公司提出两

个解决方案。一个方案是将个体散户逐步划归

联管组进行统一领导管理，“能集中的集中，不能

集中的亦可分散”，承接任务、安排生产、发放组

员工资，以及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均由联管组

进行领导，原材料供应、生产安排、技艺培训辅导

则由绣品厂负责，这样有利于加强专业管理，发

挥组织作用。�79另一个方案是将散户统一划归到

街道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办事处和妇代会进行管

理。这种方案建议，在机绣行业相对集中的几个

区进行试点，待形成有效经验之后再进行全市推

广。1965年 8月，上海市工艺美术工业公司提出

“划区管理”的办法，将下属的三家绣品厂与十个

市区及上海县的个体散户对接。划区管理之后，

有条件的街道组织成立机绣生产大组，和绣品厂

产生直接的工作关系，前者所须支付的房租、水

电费、脱产人员工资等全部由绣品厂负责，企业

可按照加工工资的 10％—12％预付款项，委托办

事处或妇代会掌握使用，按月或按季度向企业实

报实销，多退少补。原则上，对外发工不收取费

用，但为了限制绣工收入过高的偏向，方案规定，

外包工的工资收入超过 30元以上的部分应继续

提成，所提取费用归厂社企业所有。�80

关于这两个集体生产的方案，无论是联管组

还是街道办事处都缺乏积极性。从联管组方面

来看，自这一机构诞生之时，就从未彻底解决人

手短缺和任务繁重的矛盾。按照规定，一个联管

组管理的生产组组员数量一般在一千人以内，联

管组干部与生产组组员的比例在 1％左右。�81但

从实际情况看，联管组管理的生产组组员人数往

往超过规定。例如，根据卢湾区淮海街道 1963年
12月的统计，联管组共有干部 7人，包括总负责干

部 1人，人事劳动干部 2人（主要负责人事管理及

劳动力调配，含劳动工资、劳动保护和治安保卫

等工作），生产业务干部 2人（主要负责检查督促

和帮助生产组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协作任务，帮助

生产组签订加工合同，调剂生产任务，组织原材

料供应和掌握生产动向等工作），个体户管理干

部 1人，财务统计干部 2人。联管组下辖生产组

43个，1329人，其中集中生产组 15个，462人；分

散生产组 28个，867人。�82根据这一统计，7位联

管组干部需要管理 1329名生产组组员，干部与组

员之比为 0.53％，远低于 1％的规定。雪上加霜

的是，联管组干部还受困于身兼多职的问题。例

如南市区城隍庙联管组的 7名行政管理人员之

中，一个组长除了全面负责工作外，还包干一个

里委块；一个副组长除包干两个里委会之外，还

兼管人事劳动、生活困难补助和个体户工作；一

个总财务兼出纳，以及其他四个业务员各包干两

个里委块，其中两人还兼有生产计划和组织辅导

工作。�83

而从街道办事处方面来看，根据 1963年颁布

的《上海市街道办事处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街道

办事处具有七项工作任务，包括：了解群众的意

见和要求，指导里委会的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对

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动员居民积极响应党和

政府的号召，完成各项中心任务；安排居民经济

生活，做好优抚救济工作等。其中，“根据上级政

府规定，负责领导管理街道里弄集体事业的有关

工作”只是其中的一项任务。�84有里委会干部表

示：“我们日夜钻在摸底、分配商品等工作上面

……包袱很重”。�85同时，街道办事处的资金需求

很大。此前里弄生产组按照工缴费总额或者销

售总额，每月向街道缴纳 1％—7％的管理费，这

笔钱在联管组成立之后，转而向联管组缴纳，导

致街道失去一大笔经济来源。�86一些街道干部明

确表达不满，声言“事业是里委辛辛苦苦办起来

的，归口后一点庑啥啥”。�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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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于集体生产的倡议，散户外包工也

多数不同意，理由是组织化之后收入会显著降

低，不如个体单干时赚得多。根据外发绣花加工

的工缴费规定，由联管组或劳动服务队管理的生

产小组，需要收取加工费总额的 15％作为管理

费，或是从工缴费中抽取 5％—20％作为公共基

金。�88更重要的是，联管组通过增加管理费抽成、

限制工作时间、压缩加工任务、规定单价浮动空

间等方式，“多劳限得”，严格管控外包工的劳动

收入，要求不得超过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和同

等劳动生产率的国营企业固定工的标准，甚至采

取分层抽成策略，把组员收入分成不同层级，提

取不同比例的管理费，如月收入 10元—15元的提

取 1％，15元—20元的提取 2％，20元—25元的提

取 3％，25元—30元的提取 4％，30元—35元的提

取 5％，35元—40元的提取 6％，40元以上的提取

7％，使生产人员的工资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目的

是防止“经济主义”思想，避免出现劳动力从国营

企业向街道里弄“倒流”的情况。根据这些规定，

联管组或里弄生产组管理之下的外包工，一般月

收入不超过 30元，多数生产人员的收入在 20
元—25元之间。�89

由此可见，在 1966年这一时间节点，作为组

织方的联管组和街道办事处，限于人手不足、经

费有限等问题，对于将散户外包工“组织起来”的

做法缺乏足够的激励，普遍抱怨“这么大的工作

量，本事再大也难以应付”，采取“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态度应对此事。�90同样，正处于职业生涯

盛年的散户外包工，面对组织化之后收入下降的

局面，纷纷表示宁可“单干”，“做多做少、做与不

做均由自己决定”，不愿改变现状。�91对此，上海

市劳动局、手工业局曾要求发包企业担负责任，

明确个体散户不能前往工厂领料，生产活动只能

由联管组或里弄生产组对接企业。但企业表示，

使用外包工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产量指标，不

愿配合行政部门限制散户外包工的做法。散户

外包工不仅可以继续领料，还可获得技术人员上

门辅导的机会，甚至还能拿到交通补贴。总之，

各方对于组织散户外包工缺乏积极性，以及外包

工对于自主性、灵活性的诉求，使得将外包工群

体“组织起来”的想法长期无法完全落实。

四、“转正”与“集体化”道路：

外包工的诉求与回应

将外包工“组织起来”的设想，在 20世纪 60
年代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推进。到了 1975年，将外

包工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计划，又重新出现

在一些部门报告和政策文件之中。这次态度主

动的反倒是散户外包工。从年龄来看，1965年之

前和工厂发生外包关系的个体散户，多数已在此

时度过了职业生涯的高峰期。根据 1975年对上

海绣品厂�92雇佣的 1700多名家庭外包工的一项调

查，35岁以下的外包工约有 300人，36岁—45岁
的约有 980人，45岁以上的约有 480人，平均年龄

46.2岁。这些外包工不仅年龄偏大，而且多数因

长年承接加工任务，老病缠身，普遍反映“晚上看

不见”，已无法胜任外包工的工作，因此集体向企

业和上海市劳动局表达诉求。

除了年龄之外，促使外包工在这一时期表达

诉求的原因是，1975年 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二部宪法第五条规定，要引导非农业的个体

劳动者“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

成为外包工“决心要搞到底……企图扩大事态，

造成影响，以期引起领导重视”的重要依据。此

前，国务院曾发布《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

的通知》，规定常年性生产、工作岗位上的临时

工，凡是生产、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

楚，表现较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

作的，经群众评议，领导批准，可以改为固定工。

87



2024/02 开 放 时 代

全国转为固定工的临时工达 800万人。�93第二部

宪法和临时工转正的事例，给予外包工强烈的刺

激，他们集体提出进入工厂转为正式工，“为什么

非在册可以解决？我们为什么不好解决？”�94地方

政府和街道里弄多次上门说服，“但和他们的要

求尚有差距，还需要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95

对于上述诉求，绣品厂的上级——上海工艺

美术工业公司在汇报材料中提出，将外包工转正

的做法并不可行，无法可依。公司提出建议，将

外包工纳入里弄生产组，由街道组织起来进行集

中管理。企业部分出资，里弄生产组的积累金也

承担一部分。有劳动能力的外包工，即使视力减

退，肢体不灵活，仍然将简单的外包任务交付他

们，使其拥有不低于 25元的月收入，甚至制成品

销售不出去，也可以暂时放在仓库里。同时，对

于年老退养的外包工，每月发放 10元—15元的生

活费。�96

对于这个办法，上海市劳动局提出异议，认

为类似处理方式一旦施行，会产生连锁效应，使

全市分散生产的非在册人员以此为依据争取利

益，都去政府部门和企业闹事。而且里弄生产组

的积累金是此前数年时间生产组按月结算的可

分配盈余部分，除去预交所得税之外，按照一定

比例分配合作事业基金、公积金、公益金等三类，

其中公益金作为集体福利资金，一般用作组员的

工伤抚恤和困难补贴，多余部分属于集体公益积

累金。个体散户从未缴纳过公益金，却可以动用

积累金，不仅对于里弄生产组组员不公平，也会

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相比之下，市劳动局倾向

于另一种解决办法，即由个体散户自行组织合作

小组，自负盈亏，工缴不变，提取每人收入的 5％
作为小组公积金，福利待遇按积累情况自行安

排。�97

上海市劳动局的反对意见，导致将个体散户

集体化管理的操作只能分阶段试点推进。1977

年，市手工业局根据市委要求，以吴淞街道、豫园

街道和宝山街道为试点，将机绣外包工纳入街道

集体事业组管理。市手工业局拨付专款给街道，

作为外包工的合作医疗、年老退养两项福利待

遇，每人 3600元（每人每月 20元，共 15年）。�98这

次试点仅涉及三个街道的 188名外包工，未能享

受到福利的外包工继续表达诉求。有市委领导

询问：“组织起来的要求，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解

决，请了解一下”。�99对此问题，市手工业局的报

告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经费来源的问题。散户外包工此前从

未向街道里弄缴纳管理费，一旦将其组织起来，

街道就会面临积累太少的问题。关于由谁作为

主要的出资方，各个部门意见不一。上海市劳动

局仍然提出，将外包工组织起来，是街道集体事

业的一部分，需要适当提高个人和发包单位的工

缴费，不足的部分由街道集体事业补贴；区一级表

示，将个体散户组织起来的生产小组只是由街道

代管，不是街道集体事业的一部分，不应该由街道

补贴，主张由发包单位全额资助；发包单位则反

驳，他们已通过计件的方式向外包工支付酬劳，不

能担当外包工社保费用的出资方，如果要增加对

外包工的补贴费，就需要向上级部门反映增加预

算外支出，或是由手工业局予以资助。�100三方观

点不一，争执不休，使得经费问始终无法解决。

二是示范效应的问题。将机绣外包工组织

起来，会产生连锁反应，使其他分散生产的人员

看到“包下来”的希望。报告中提到，随着三个街

道试点工作的展开，一些行业的外包工“有样学

样”，如更新纱头厂回收加工废油纱头的二百多

名外包工两次集中到上海市手工业局上访，要求

仿照机绣外包工享受里弄生产组两项福利待遇

的做法，要单位资助经费；黄浦区金陵街道分散

生产的 20多名手套外包工集体到街道党委表达

了类似的诉求。据统计，1977年，全上海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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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多名各行各业的外包工，如果都按照机绣

外包工的办法获得待遇，不仅经费无法解决，甚

至还会引起像市手工业局系统的簿册装订工、服

装锁眼工，乃至在农村的外发家庭个体工，城市

中扫弄堂的、倒马桶的等零散人员都采取类似的

方式表达诉求。�1011979年 8月，市劳动局社会劳

动管理处提到，不能向商业、服务业辅助工性质

的外包工发放劳保福利，否则其他工种（如临时

工、服务队等）会到劳动局来吵的。�102

上述两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使得个体散

户集体化管理的试点也浅尝辄止。1978年 3月，

上海市计委会同市手工业局、劳动局及区、街道

进行商议，决定暂缓进行机绣外包工纳入街道集

体事业组管理的工作。吴淞、豫园、宝山三个街道

也停止试点。对于已经正式发放退养证，享受里

弄生产组退养待遇的外包工，可以继续维持，退

养费由市手工业局资助解决，一次性发给街道，

街道按每人每月 15元发放，今后不再资助。�103这

一决定引发了外包工的不满，时有冲击政府部门

和企业的事件出现，他们占据机关食堂、庙宇、教

堂、仓库等场所，进行有组织的“集中”生产，甚至

还要求得到市领导的接见。�104

1979年 1月，因外包工持续表达集体化的诉

求，上海市计委召集市手工业局、劳动局等部门

再度进行商讨，得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承认外

包工为外贸出口、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做出贡

献，建议按照市委 1977年 8月批复市手工业局、

劳动局的意见，将外包工组织起来，由街道进行

管理，分散生产，多劳多得，年老之后享受两项福

利待遇，以此作为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第二，

在福利待遇的标准方面，外包工工作年限满十年

的，发给年老生活安置补贴费每月 15元，孤老发

18元，不满十年的发 12元，并享受合作医疗，医疗

基金每人每月 1元，原则上略低于街道集体事业

职工的两项福利标准。第三，在经费的来源方

面，由市手工业局资助年老人员生活安置补贴

费，即针对 45周岁以上人员，按每人 3600元计

算，由上海绣品厂一次性或分期贴补给街道集体

管理部门。此外，外发加工单位每月还需要交给

所在街道一笔管理费，享受福利待遇的外包工每

月要向街道管理部门缴纳一定额度的公益金，使

生产小组有正常的集体福利费来源，逐步实现经

费自理。�105

对于上述意见，上海市劳动局又提出异议，

认为市手工业局给予外包工退养的福利待遇，将

会引起其他非在册人员的不安定，因此呈请市政

府决定。1980年 2月，市集体事业办公室给出的

意见是，如果街道有积累，可以适当搞些福利待

遇，但不做主动引导，不做统一规定，经济条件达

不到的话，不搞任何福利待遇。市政府原则上同

意市集体事业办公室的报告意见。�1061981年 12
月，市手工业局再度提出要求，在维持外包加工

关系的前提下，如果散户外包工确因年老体弱丧

失加工能力，则由发包单位一次性发给不超过

350元的补贴费，“请劳动部门按此口径共同做好

工作……今后如发生上访和纠缠，应坚决做工

作，不开口子，防止连锁反应”。�107

综上所述，政府部门对于退养外包工的态

度，已经从之前积极地推进集体化，转变为维持

个体生产方式不变。1983年，上海市手工业局的

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不适当地对个体绣花工进

行组织起来的试点，实践证明这样是行不通的”，

“街道的试点办法是不可取的，不宜推广”，并引

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

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一定范围的

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

补充”的提法，表示绣工要求国家包下来，与政府

方针相违背，个体应该自己支付保险费，养老问

题应由家属负担，少数人生活有困难，可由家属

向所在单位按有关规定申请补助。个别无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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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孤寡老人，可由民政部门按规定标准给予必

要的社会救济。�108此后，将外包工集体化的做法，

不再成为解决“绣工问题”的选项。个别绣工则

持续性地到市里上访，要求享受劳保待遇和养老

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90年代。时任

市长黄菊表示，类似“绣工问题”这样的遗留问题

太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只能通过帮困，个案

解决。�109

五、结语

既有关于计划经济时期劳动用工问题的研

究，多数聚焦于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大集体企业中

的正式职工，即固定工。本文则以家庭外包工为

对象，讨论这一时期用工体制的多样性与灵活性

问题。我们发现，家庭外包工群体的形成，集中

出现在 20世纪 60年代初期。此前工业体系执行

扩张政策，企业将大量劳动力吸纳进厂，导致运

营成本激增，只能采取外包的方式进行“就地生

产”。1964年之后，上海外包工的数量迅速增加，

原因是中法建交之后带来的国际订单，促使企业

雇佣更多的外包工完成生产任务。无论是外包

工群体的出现还是其数量的增长，都与企业成本

核算和市场需求效应有关。薄一波指出，“三大

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原有的市场网络给破坏了，

例如企业规模的迅速增长，超出了国家财力物力

的限度，导致工农业难以承担。60年代初期的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一大特征就是部

分运用了市场机制，例如考虑到企业的生产规

模，灵活布局劳动力的分布，增加消费品生产满

足需求等。�110而在外包工的问题上，同样呈现出

鲜明的“市场特征”。这提醒我们，在讨论计划经

济时期的经济活动时，需要将市场机制放入其

中，这有助于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变迁和用工体制

的多样性特征。

机绣行业的外包生产兼具计划性和灵活性

的特征。一方面，外包生产只是生产工序的一部

分，由企业供应原料，在企业之外进行加工，制成

半成品之后又回流到企业，完成整体生产任务。

这就决定了外包加工必须满足计划生产的要求，

如果配合不当，就会造成脱节停工的后果。另一

方面，外包生产又是由精简职工和家属工来完成

的，90％以上为家庭女性。�111外包工既要为社会

生产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也需要有时间安排家

庭生活。�112有报告显示，一旦外包生产的强度提

高，就会使工人面临工作与生活的两难抉择，进

而产生缺勤问题，外包工“普遍反映参加工作后，

由于家中孩子看护不周，没法安心工作”。�113外包

生产兼具计划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这使得对外包

工的管理也需要满足这两项目标。

从联管组这一机构的实践情况来看，管理工

作的重心倾向于计划性的一面，包括统筹人事劳

动关系，确定工资分配形式等，这就与外包工所

要求的工作自主性相冲突。尤其是严格限制外

包工收入的做法，更是激起外包工的强烈不满。

在其看来，既然无法享受到国营企业正式工的福

利待遇，就应该在收入上加以弥补。这也是联管

组作为统合外包工的机构设立之后，较长时间无

法实现将外包工“组织起来”的原因。即使是在

1975年之后，当外包工集中起来表达诉求时，实

质上仍是要求进入绣品厂成为正式职工，而不是

接受联管组的管理。外包工们表示，“市劳动局、

手工业局已打报告给市委，要把我们组织起来进

街道联管组，我们坚决不答应”，甚至喊出“不要

联管组，要进绣花厂”的口号。�114

工人群体内部的身份区隔问题，是一系列制

度环境的产物。有学者指出，1949年之后，为了

巩固社会基础，新政权在社会资源总量贫弱的情

况下，通过国家力量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新

的社会整合。由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资源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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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决定了国家必须要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劳

动力管理，由此形成了单位体制的边界问题。�115

单位边界的存在，意味着单位内外的人群在待遇

和保障权利上的“亲疏有别”。对于个体来说，进

入单位不仅是找到了一份谋生的工作，更重要的

是获得福利保障及享有其他国家资源的合法性。

单位之外的劳动力群体，要么是在工作自主性和

经济收入方面提出要求，要么是以“呼吁”的方式

达到“进入”的目的。�116从外包工的案例上，我们

可以看到所谓“权力的互动性”�117，一方面是外包

工群体积极主动地设置议题，表达意见，另一方

面是管理部门的权威不足与统合力有限。单位

体制的管理方式与应对策略，并不足以应对基层

社会的多元诉求。对外包工的分析，有助于呈现

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基层治理的复杂面相，加深

我们对“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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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iasm du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cannot explain why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production brigades in the same reg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Zhanqi Brigade in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compares it with the Xianfeng Brigade of the same

commune. Our analysis shows how a production brigade could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the rigid institu‐

tional structure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ed with endogenous dynamic to achiev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In the first 30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re capital was extremely scarce,

the state could only rely on political means to mobilize a large number of urban and rural laborers into produc‐

tion, and this was ultimately manifested in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grain yield, number of pigs per capita,

and militia work.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from 1965 to 1984, the Zhanqi Brigade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high agricultural yield,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sideline industries,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

ment of agriculture and sideline industries. It managed to mobilize the labor force within the brigade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the original accumulation, and extended reprod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Keywords: collective economy, endogenous dynamic, incentive mechanism, Zhanqi Brigade

Building A Resevoir: An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Outsourcing Production to Household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77

Lin Pan & Zhu Yan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planned economy, due to labor surplus and economic shortage, a work unit

needed to build a labor“reservoir”, which not only eased the pain of insufficient wage funds, but also had a re‐

served labor force to resort to when needed. A group of outsourcing workers under flexible employment thus

emerged. This paper studies a group of household outsourcing workers in the machine embroidery industry in

Shanghai in the sixties and seventies of the 20th century to get a systematic percep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remu‐

neration regulations and work processes of outsourcing worker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erious issues in the

daily management, task assignment, politic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etc. of outsourcing work‐

ers. In fact, how to organize them into collective production was at the top of the agenda of the superior authori‐

ty. The very existence of outsourcing workers shows tha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output demand and supply

tension had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flexible labor employment in the otherwise extremely rigid socialist produc‐

tion system.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ment’s organizational process of outsourcing workers and the latter’s re‐

sponse, as well a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operational practice of the employment sys‐

tem in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can give us some insight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society and in‐

dividuals during this period.

Keywords: outsourcing workers, shortage economy, piece-rate pay, collective production, household operation

2nd ISSUE, 2024 / CONTENTS

7


